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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看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古文明、

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

古文明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都

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态文明”。在这些

原生态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古文

明，则称为“次生态文明”。如地中海

东部的赫梯古文明、腓尼基古文明，

是在两河流域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影

响下形成的；地中海北部的迈锡尼古

文明、希腊古文明，直接受到克里特

古文明的影响；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古

文明、日本古文明，深受中华古文明

的熏陶。这些有因果关系的原生态古

文明与次生态古文明形成了文明圈。

世界古代史就是在这些文明圈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并且因这些文明圈的不

同而交流互鉴，使世界文化多元多彩。

中华文明五千“多”
年的提出

在世界原生态古文明中，西亚两

河流域最早的乌鲁克文明与北非尼罗

河流域最早的涅伽达文明，都起源于

距今 5500 年左右。而且，在几代西方

学者的努力下，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

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

先后发展的古文明都有了完整的年

表，埃及古文明从前王朝—早期王朝

—古王朝—中王朝—新王朝等相继发

展的古文明也有了完整的年表。相比

之下，中华文明史完整年表则是最近

二三十年才逐步建立的。

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

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

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

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凡谈到中华文明

史，都强调五千“多”年。这个“五

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随便

加的，而是经历了历代学者的艰辛求

证，来之不易。

从太史公《史记》说起

太史公司马迁的 《史记》 开篇为

《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

纪》《周本纪》《秦本纪》。这些“本

纪”以“世系”为坐标，以中原地区

历代部族共主与君王为叙述中心，将

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稽起来

了。司马迁在 《报任安书》 中指出，

他写 《史记》 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述

往事”，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最后“以思来

者”。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心至今令人

感动，其“鉴往知来”的原则成为中

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然而，从年代学角度考察，司马

迁在他的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里，由公元前 100 年往上逐年推排具

体的历史年代，只能排到公元前 841

年，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再往上

的《三代史表》，便只有世系而无具体

年代了。至于公元前 100 年之后的年

代则有 《汉书》《后汉书》，直至 《清

史稿》 等二十四史完整的记载。因

此，公元前 841 年加上公元后的 2021

年，总共只有 2862 年。也就是说，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还有前段两千

多年的数据不明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

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

时代的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的早期

文明发展两个阶段。过去，在 《中国

通史》《辞海》《新华字典》 所附录的

“年表”中，有关这两段文明史的年代

均不详细，这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华

文明的全面把握。

学术史上的艰难探索

司马迁之后，历代学者一直在探

索共和元年 （前 841 年） 以前的具体

年代，研究年代学的方法也一直在创

新发展。

司马迁的年代学研究主要是通过

文献记载中的年代资料作排比推算，

我们可称之为文献年代学研究。这种

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假如某段王年资

料失传，那么相关的年代就无法确

定。有鉴于此，西汉刘歆在他的 《三

统历》《世经》中就另创天文学年代推

算，即利用天象来确定年代。这就解

决了没有直接王年资料的年代问题。

唐代一行的 《大衍历》，宋代邵雍的

《皇极经世》、刘恕的 《通览前编》

等，则继续“天文年代学研究”的方

法，对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一些年代

作了进一步调整与补充。

由于文献年代学研究与天文年代

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传世文献资料基

础上的，所以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

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学者

对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古史及相关年

代曾经一度表示怀疑。但即使在这样

的背景下，王国维等先生仍继续从事

“古史新证”工作。

1917 年，王国维发表 《殷卜辞中

所见先公先王考》 著名论文，利用河

南安阳新出甲骨文资料，证明了 《史

记·殷本纪》 所载殷王世系大致可

靠，其中小有差误，亦可据甲骨文而

得以纠正。到 1925 年，王国维受聘清

华国学院导师，其讲义 《古史新证》

进一步利用青铜铭文资料推断 《史

记·夏本纪》 所载的世系亦大致可

靠。王国维开创了利用地下出土文字

资料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古史研究新方

法，为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中华文明

史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王国维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

利用甲骨文中的天文资料研究殷商王

年。如甲骨学家董作宾于 1930 年代作

《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殷历谱》 等；

同时期的天文学家刘朝阳作有 《殷历

质疑》《殷末周初日月食考》等。这些

可称之为“甲骨文年代学研究”。

新出土的商周青铜铭文也往往记

载有王年、月相、干支等资料。于是

学者们据此推断商周年代。如刘师培

发表 《周代吉金月考》，吴其昌出版

《金文历朔疏证》，其后又有丁啸 《西

周王年与殷世新说》、陈梦家《西周年

代考》 等，是为“青铜铭文年代学研

究”。

以上研究，都对文明史年代探究

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学者

强烈的民族情怀与高度的学术责任

心，值得我们敬重。

现代考古学迎来了
年代学研究新曙光

1921 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

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 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

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些工

作，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从而使上述传统的年代学研究能够建

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例如，甲骨

文、青铜铭文的出土有了明确的地层

关系，而相关的地层又可以取样作碳

14 测年。如果据甲骨文与青铜铭文推

算的年月数据与碳 14 年代数据相吻

合，那么其年代结论就大大提高了可

信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迎来了

大发现时代。我们不仅发现了夏商周

三代王权都城、宫殿遗址，以及相对

应的诸侯方国都邑遗址，而且还有系

统完整的佐证资料。司马迁 《史记》

所载夏商周三代的王权世系，不仅有

了甲骨文、青铜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

的佐证，而且还可以落实到具体的都

城遗址及其测年数据之中。

过去，疑古学者认为五帝时代是

神话传说，虚无不可靠。而王国维在

《古史新证》 里据神话学理论指出：

“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

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

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

地。”王国维之后，蒙文通作《古史甄

微》、徐旭生作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

代》，进一步论证了五帝时代的“历史

素地”。而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

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

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

历史分析，更使得五帝时代的部族文

化与考古学文化有了对应分析的可能。

就这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

力，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已获得了科学

系统的认识。即在五帝时代，中华文

明从各区域同时独立并起，多线发

展，相互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中华

文明已进入早期发展阶段，并表现为

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与本世纪前

15 年，国家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

关，先后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

首先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两

个阶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

基础上，着重对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

具体年代进行多学科论证，并取得了

令世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如下：

夏代：前 2070年—前 1600年

商代：前 1600年—前 1046年

西周：前 1046年—前 771年

这是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

代工程还对商代后期与整个西周的每

位王年作了排定，如，商王武丁为前

1250 年—前 1192 年，西周武王为前

1046年—前 1043年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五帝时代的

年代框架也作出了如下推断：

前 3800年—前 3300年：古国时代

的初期，文明萌芽

前 3300年—前 2500年：古国时代

的早期，文明起源

前 2500年—前 2000年：古国时代

的晚期，文明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每个年代学

结论的提出，都是多线索、多材料合

证的结果。例如，西周王年的论证既

有金文历谱的线索，又有青铜器形

制、花纹演变的依据，还有地层学、

科技测年的支撑；有文献学可信性的

印证，更有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

郑”的天文推算。中华文明史的年代

学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

深远的意义

公元前 841 年以前的文明史年代

空白，现在终于补上了。中华文明

史，如果从文明起源早期的前 3300 年

算起，距今已有 5300 年了；如果从文

明萌芽的前 3800 年算起，则距今已有

5800 年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的中华文明史五千“多”年的科学依

据，这是中国人民向世界的宣告。

科学论证、庄严宣告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史，意义是深远的。从学

术史角度讲，五千“多”年中华文明

史的论证，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已经达

到了让世人信服的水平；在此基础

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华文明的

内涵特色，总结中华文明的一系列规

律，建构中华文明的“三大体系”，实

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世界上几个

原生态古文明中，中华文明同样具有

起源的早期性；而且，中华文明是几

个原生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

至今的。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

聘教授）

盛 宣 怀 （1844—1916）， 字 杏

荪，江苏常州人，生长于仕宦之家。

少年时代在常州读书，青年时期随父

亲仕宦历练，22 岁应试中秀才。受

父亲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盛宣怀逐渐

确立了以兴实务图富强的经世理念，

并在协助父亲办理赈灾、盐政等事务

中，形成了事必躬亲、讲求实效的工

作风格。

创办官督商办新式企业

盛宣怀入仕之际，大规模农民运

动渐熄，二次鸦片战后和议初成。同

时期，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列强凭借

条约保障和技术优势，争相在华发展

商业，获取高额利润。如在长江和沿

海口岸，外国航运企业凭借蒸汽轮

船，迅速挤垮传统船运，船民失业，

航权受损。许多人认识到，自强不仅

要靠兵备和外交，更需要以新型民用

工业为基础。盛宣怀对这一现象有深

入观察思考，并希望筹办中国的现代

轮运业，向洋商争利，以维护国家

权益。

1872 年 4 月，盛宣怀向李鸿章提

出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在实际运

作中，招商局以漕运业务为主，市场

竞争的内生动力不足，由此，盛宣怀

“官督商办”的主张受到重视。数月

后，李鸿章委任盛宣怀重订轮船招商

局章程，募集商股，完善管理，拓展

市场运输业务。改革经营模式的轮船

招商局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成长壮

大，1876 年还收购了美资轮运企业

旗昌公司，改变了洋商轮运企业主导

中国的局面。1886 年秋，盛宣怀获

任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海关监督。他

发现当地乡民多以草编出口为业，但

草编产品经陆路至烟台口岸成本高、

速度慢，且受到日本低运费同类产品

的挑战。为支持草编业“免为倭商所

夺”，盛宣怀试办山东内河航运，降

低运输成本，便利商民。此后，盛宣

怀又在广东、台湾等地陆续发展内河

航运，实现了“收内地通商自主之

利”的构想。

电报业是工业革命新兴产业，列

强为殖民通商，竞相要求在华发展电

报业。起初清政府仅同意在沿海水下

设线，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清

政府认识到电报重要性，并拟自主发

展电报业，由盛宣怀承担具体工作。

发展电报业不仅在于通军报、便商

民，更能避免列强以铺设电线为借口

侵占沿线权益。为此，盛宣怀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积极姿态，克服资

金、技术不足等难题，于 1880 年在

天津成立中国电报总局。

盛宣怀坚持官督商办的报局运营

模式。为吸引投资，盛宣怀对电报局

招股形式、权益等内容，做出详细说

明和规定。为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开

办电报学堂。在盛宣怀主持之下，电

报局协调地方，铺设线路，开办业

务，三年内即开通苏、浙、闽、粤等

省陆地线路和长江沿线、山东沿海等

地线路，此后又陆续在东北、西北、

西南甚至朝鲜等地架线经营，近代中

国的电报产业，由此起步并渐成规

模。由于电报局开设前有外国电报公

司在沿海铺设海线，并有违规架设岸

线现象，盛宣怀以 1870 年清政府与

列强约定的“海线不准上岸”条款为

依据，与违规设线的丹麦大北公司和

英国大东公司进行交涉谈判，责成洋

商拆除违规线路，并签订齐价合约，

维护了国家权益，营建了有利的市场

环境。

1893 年，全国首家机器纺织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遭受严重火灾，濒临

倒闭，盛宣怀作为“救火队员”，赴

上海规复织布局。纺织业是重要民族

工业和民生工业，盛宣怀希望中国纺

织业能实现“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

机，华商亦沾余利”的发展态势。为

此，盛宣怀以利商便民为原则，坚持

官督商办。在旧局债务偿欠中，先商

股后官股，保障旧商利益的同时赢得

了新股商信任，重建所需百万两资金

两个月内即筹措完成。为突出商办特

征，提升企业竞争力，盛宣怀将布局

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并订立周详严

格的管理章程，向政府申请机器购

置、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仅一年

时间，布局就成功复产，且织机和产

能增加近 3 倍。此后，华盛总厂在上

海、宁波等地又陆续开设 8 家分厂，

民族纺织业在洋布风靡的中国渐有一

席之地。

因筹办洋务实业成效卓著，经李

鸿章荐举，盛宣怀于 1892 年任天津

海关道兼海关监督。此后，盛宣怀身

居要职，逐渐掌控了轮电纺织等主要

洋务实业。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向

洋商争利的经营理念，成为盛宣怀的

兴办实业之道。

获实业之大成

甲午战败后，列强竞相借款给清

政府做战争赔偿，并要求用筑路、开

矿等权益抵押，以期瓜分中国。盛宣

怀临危受命，筑路保权。此时的中

国，修筑铁路谈何容易！面对无资

金、无材料、无人才的“三无”困

境，盛宣怀实施了借洋债、炼钢铁、

开学堂等一系列破局纾困举措。

在筹措筑路资金方面，主要有

“借洋债”和“招洋股”两种方式。

盛宣怀认为，招洋股虽然方便操作，

但是可能导致“初则借路攘利，终必

因路割地”的局面。借款自造虽然成

本高，但“债虽洋债，路是华路”，

能最大限度避免争议，保护路权。针

对列强竞相攫取路权并划分势力范

围，盛宣怀提出“合纵”“牵掣”的

匡补应对之策，即由国家主导的铁路

总公司修筑干线铁路，由华商筹款建

设支线铁路。在筑路举债中，向势力

范围外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借款，从而

抵制列强争夺路权，以收制衡之效。

筑路以钢铁为原料，而炼钢需要

开掘煤铁矿藏，矿产又需以铁路运

输，三者密切相关。在筑路保权之

外，盛宣怀进一步筹划用本国生产的

筑路材料，避免“厂购洋焦、路购洋

轨”。为此，盛宣怀接手了当时负债

累累的汉阳铁厂，努力改善铁厂经

营。当时铁厂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煤炭

短缺，盛宣怀秉持民族企业经营立

场，赴江西、湖南等地努力勘选合格

煤炭，尽可能不购买洋煤。

生产原料得到保障后，盛宣怀面

向朝臣呼吁，中国大患是洋人占华人

之利，希望各制造局“均购用自家之

铁”。铁路、钢铁等行业开支巨大、

收效缓慢，尤其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

支持。1896 年，盛宣怀正式上奏朝

廷请求开办银行，以“通华商之气

脉，杜洋商之挟持”。当时不仅列强

依托本国银行投资牟利，不希望中国

自建银行，清政府内部认识也不一

致，对办银行处处掣肘。但是盛宣怀

坚忍力持，特别是通过吸纳官本等方

式 ， 以 争 取 更 多 官 方 支 持 。 1897

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

行”，终于克服重重阻力，在上海开

办，此后，又陆续在天津、汉口等地

设立分行。新式银行对于筹办铁路和

实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展新式教育

“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是洋务

派的共识。盛宣怀亦始终将发展教

育、培育人才放在重要位置。甲午战

后，盛宣怀总结前期办学经验，创行

新式教育体系，以培养新型人才。

1895 年 9 月，盛宣怀制定《拟设

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经直隶总督王

文韶奏请后，在天津创办北洋学堂，

盛宣怀任督学，这就是天津大学的前

身。盛宣怀为推动学校建设煞费苦

心，先是筹资赎购海河西岸博文书院

作为校舍，又从他掌管的财政税收及

电政收入中每年提取捐银五万余两作

为办学经费，维持学校运营。盛宣怀

认为“头等学堂，以选延教习、挑取

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不惜重金聘

请洋教师，严格挑选学生，为学堂发

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洋学堂初见成

效，盛宣怀即着手筹办南洋公学，即

交通大学前身。这时盛宣怀进一步认

识到新式教育的系统性，特别是师范

教育和政法、商业等社科人才的重要

性。在实际办学中，南洋公学仿行日

本师范学校模式，设立中院、上院，

办学开支仍由盛宣怀从实业经营中协

调筹措。盛宣怀还为学生设计了公费

留学、从事洋务等发展道路，以保证

其专注新学。南洋公学在稳步发展中

逐渐成为集师范、中小学和译书院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学堂。

履行社会责任

无论是秉持传统士大夫经世理

念，还是履行现代企业家社会责任，

盛宣怀始终本着“为生民立命”的济

世情怀，并以慈善赈济为事业，而救

济苍生的实效，也推动他仕途与实业

建设的不断成功。

1871 年永定河决口，百余州县

受灾，初入李鸿章幕府的盛宣怀，筹

措善款，办理棉衣、米粮助赈，收效

显著。 1876—1879 年，华北多地爆

发史称“丁戊奇荒”的罕见旱灾，时

在湖北主持大冶矿务的盛宣怀奉调天

津筹办河间赈灾事宜。盛宣怀不辞辛

劳，亲力亲为，“每躬自巡行邨落，

风日徒步，按户抽查”，同时带头倡

捐，筹措物资。因赈灾成效显著，盛

宣怀随即署任河间兵备道，一年后又

任电报总局总办。虽工作调整，但盛

宣怀仍关心灾情，先后募集善款数十

万两，并筹建广仁堂、设立戒烟局等

慈善机构。

庚子后十年间，灾荒频发，民穷

财尽，筹集善款越发困难。虽然面临

诸多掣肘，但遇有灾情，盛宣怀仍义

不容辞地担负赈灾责任。日俄战争爆

发时，灾疫肆虐，上海绅商及外国人

士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开展慈善

救济。但是这一组织主要由外国人掌

控，工作不便开展，官绅多希望筹建

本国红十字组织，以开展持续性赈

灾。盛宣怀为此多方奔走呼吁，在他

的奏请下，中国红十字会得以建立和

运转。临终之时，盛宣怀立遗嘱用遗

产四成设愚斋义庄，继续广行善举。

盛宣怀自述“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

外，唯赈灾一事”，这并非矜夸之

词 ， 而 是 他 践 行 社 会 责 任 的 真 实

写照。

历史人物自应在其所处时代和社

会中分析。在晚清时代变局中，盛宣

怀从国家利益出发，向洋商争利，开

创一系列新兴实业，并以商兴学、倾

资助赈。这种实业救国的民族情感、

经世济民的理念举措，值得后世敬仰

和借鉴。岁月无声，上海图书馆馆藏

的盛宣怀档案有 15.7万件之巨，字里

行间记录着这位近现代实业奠基人的

艰辛付出，也展示着中国开拓现代化

道路的苦难辉煌。


